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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研究进展与学科发展
罗学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目的是系统阐述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

研究现状和学科发展方向，包括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病因与发病机制、诊断进展、治疗进展以及学科发展。儿童

青少年精神障碍发病率高，如果未得到有效治疗，甚至会延续到成年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目前，儿童

青少年精神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遗传、环境、压力性事件等众多复杂因素相关，诊断根据以症状学

为主，缺少客观指标。治疗方面，虽然治疗手段并不单一，且均有一定效果，但仍有部分患儿治疗效果欠佳，需要多学科综合

干预，并加强遗传影像学、新药物靶点、智慧医疗及脑科学等研究，更好地满足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的社会需求。

【关键词】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研究进展；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866/scjsws20230410001 
Research progress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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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mand-capacity mismatch exists between the service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contradi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esen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which consists of the epidemiology，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diagnostic progress， treatment progress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s.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known to have a high prevalence rate， and the disease is most likely to 
continue into adulthood if it is not identified and treated in a timely manner， posing a serious burden on patients， families and society.  
Currently，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till remain unclear due to its complexity and 
the numerous interrelated contributing factors such as genetics， environment， stress events and so on.  And the diagnosis is limited to 
symptomatology and lacks objective indicators.  Therapeutically， the various treatment options available have shown certain clinical 
effectiveness， while suboptimal treatment outcomes have been reported among some children， which require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imaging genetics， new drug-target search， wi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med and brain science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us providing a broader approach to better address the need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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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行病学  
2015年一项样本来自北美、欧洲、亚洲、非洲等

地区的27个国家的18岁以下人群、包含41项研究的

Meta 分析显示，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

13. 4%，其中焦虑障碍为6. 5%，抑郁障碍为2. 6%，注

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为 3. 4%，所有破坏性障碍的患病率

为5. 7%［1］。

我国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 6~16岁儿

童和青少年学生人群中，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总

体患病率为 17. 5%。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4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DSM-IV）的分类，注

意力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 10. 2%，焦

虑障碍患病率为 4. 7%，抑郁障碍患病率为 3. 0%，

抽动障碍患病率为 2. 5%，物质相关障碍患病率为

1. 0%，其他精神障碍患病率为 1. 3%。最常见的是

ADHD（6. 4%），对立违抗性障碍为 3. 6%、抑郁障

碍为 2. 0%、品行障碍为 1. 9%、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为1. 3%［2］。

全国首个对中国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患病率的调查结果显示，ASD
患病率约为 0. 29%，调整后估计患病率为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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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男生ASD患病率高于女生，诊断比例约为4. 3∶1［3］。

Shen 等［4］的一项纳入湖南省中部两个城市

17 071名6~16岁学生的研究显示，精神障碍12个月

的患病率为 9. 74%，较常见的精神障碍是 ADHD
（4. 96%）、对立违抗性障碍（2. 98%）和广泛性焦虑

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1. 77%），且

34. 6%的学生共病其他精神障碍。ADHD与对立违

抗性障碍共病率为 25. 15%，与品行障碍共病率为

18. 18%，与 GAD 共病率为 6. 38%，与抑郁障碍共病

率为3. 66%。

一项对 29 个样本中的 80 879 名青少年精神障

碍患病率调查的荟萃分析显示，COVID-19 大流行

期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分别为 25. 2% 和

20. 5%。与 COVID-19 大流行前（抑郁症为 12. 9%、

焦虑症为 11. 6%）比较增加了一倍。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获得的汇总估计表明，全球有四分

之一的青年表现出抑郁症状加重，五分之一的青年

出现焦虑症状加重。这些汇总估计值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增加，是 COVID-19 大流行前估计值的

两倍［5］。

一项关于 2020年-2021年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流行率和特征的 Meta
分析，纳入了 62项非临床样本研究，共计 264 638名

青少年。结果显示，NSSI 总患病率为 22. 0%，重复

性 NSSI 比发作性 NSSI 更常见（20. 3% vs.  8. 3%），

多方式的 NSSI 发生频率略高于单一方式的 NSSI
（16. 0% vs.  11. 1%）。青少年实施NSSI行为最主要

的三种方式分别为敲打（12. 0%）、捏（10. 0%）和拉

头发（9. 8%）。亚组分析显示，女性、吸烟、饮酒、有

兄弟姐妹和单亲家庭可能与较高的 NSSI 患病率

有关［6］。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给个人发展、家庭经济、

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带来负担。根据 WHO 统计，在

全球 10~19岁的人群中，约 1/7患有精神障碍，占该

年龄组全球疾病负担的 13%。其中抑郁障碍、焦虑

障碍和行为障碍是青少年患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自杀是 15~19 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1/2 的成人期

精神障碍始于 14岁以前，但大多数患者未被发现或

未得到治疗。

照顾ASD患儿的相关经济负担很重，包括医疗

保健、教育以及与自闭症相关的治疗费用等，每年

总计为 17 081美元［7］。ADHD患者的多动症状通常

会持续到成年，是其他心理健康障碍和负面结果的

风险因素，如学业不佳、就业和人际关系困难，甚至

犯罪等［8］。青少年罹患抑郁障碍是自杀的主要危险

因素，还与吸烟、药物滥用和肥胖率增加有关［9］。此

外，青少年抑郁障碍与成人双相障碍的关系也是需

要关注的重点问题。10~18岁青少年因精神分裂症

收入精神科治疗所占比例约为 25%，症状缓解率仅

为 14%~25%，50%~74%的患者有持续功能损害，复

发率高达 80%~90%。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卫生问题

得不到解决，会延续到成年期，影响身心健康。

2 病因与发病机制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认为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可能与遗传、家庭、

个人的躯体健康问题、营养状况、不良的社会心理

和教育环境、有害物质接触、暴露于虐待和忽视等

有关，也可能与母亲孕前和孕期危险因素、婴幼儿

和童年早期危险因素、学龄期危险因素以及青少年

期危险因素等有关［10］。

2018年关于遗传因素的一项研究将 6 987名严

重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和 9 270名对照组进行了全基

因 组 关 联 研 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使用小等位基因频率≥5%的常见变异。研

究显示，单基因的神经发育障碍患者有 7. 7% 的风

险差异可归因于共同遗传变异，常见的遗传变异影

响总体风险和临床表现［11］。

在遗传-环境因素中，不良的环境因素（例如

暴露在急性压力事件和长期逆境下）可能会导致青

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相比于抑郁障碍的复发，压

力生活事件可能与抑郁障碍的首次发作有更大的

联系；与经历一次负性生活事件相比，暴露于多重

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罹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更高。

在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生的社会因素中，影响人际关

系的长期且严重的压力似乎是最关键的因素［8］。

暴露于更严重或更频繁的儿童期虐待的个体具

有更突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特征，且更有可能经历过近期的压力

性生活事件。反之，BPD特征会增加个体经历压力

性生活事件的风险，甚至发生自伤或自杀行为。因

此，对情绪失调的儿童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干

预，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暴露于进一步的压力性生活

事件的可能性，以预防NSSI行为或自杀行为［12］。

网络成瘾患者的自杀想法、自杀计划和自杀尝

试的风险均高于非网络成瘾人群（46. 9% vs.  19. 5%、

11. 8% vs.  3. 2%、21. 4% vs.  5. 6%）［13］。关于青少年

NSSI 行为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精神病理学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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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病理性网络使用本身并不是NSSI行为的

危险因素，只有共病其他精神疾病，特别是情感障

碍、焦虑症、OCD、ADHD、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

碍、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精神障碍和自杀时，

它才是一个危险因素［14］。

情感虐待-压力症状-NSSI模型认为，体育运动

具有调节作用，满足建议的体育运动量弱化了情感

虐待通过焦虑症状对NSSI的间接影响；亚组分析显

示，在男性青少年中，体育运动调节了情感虐待通

过焦虑症状对NSSI行为的间接影响，但在女性青少

年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体育运动也调节了情感

虐待通过压力症状对NSSI行为的间接影响，结果与

焦虑症状模型相似；在女性青少年中，情感忽视通过

压力症状对NSSI的间接影响不受体育运动的调节。

3 诊断进展  
目前，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诊断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无客观指标，也无特异的诊断生物标记物。不

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其行为和情绪的发育水

平不同，某个或某些情绪和行为的出现在某个年龄

阶段可能被视为正常，而在另外的年龄阶段出现则

被认为是异常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诊断需

秉持生长发育的观点，例如，3~4 岁儿童存在多动、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不一定符合 ADHD 的诊断；

如果 6岁以上的儿童明显存在这些症状且影响社会

功能，那么诊断为ADHD的可能性更大。

精神疾病的精准医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15］，采

用生物学指标的诊断来改善目前主要依据症状学

诊断的现状，主要包括遗传、神经影像学、神经生物

学、眼动诊断模型以及人工智能诊断。

3. 1　遗传诊断方面　

对ASD患者的评估应该包括一般的体格检查，

以记录生长情况和身体形态，为潜在的遗传病因学

提供线索。对于畸形或其他健康问题相关的 ASD
患者，例如Rett综合征、脆性X综合征或其他单基因

疾病进行遗传学检测。为遗传检测结果阳性的儿

童，提供遗传咨询［16］。例如，密切监测以防止

16p11. 2突变人群肥胖的发生，对 22q11缺失人群进

行心理健康监测和干预，对 1q21. 1微缺失综合征人

群进行心血管疾病监测等。一般来说，在那些被认

为是“高风险”的儿童中，18. 7%的儿童后来被诊断

患有 ASD。此外，如果家庭中存在两个年长的同辈

患有ASD的情况，那么这一家庭中年幼的儿童罹患

ASD的风险就会上升到32. 2%。因此，必要的家庭遗

传咨询是不可缺少的。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
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可以分辨检测基因

组中特定染色体区域的损失（缺失）或增加（重复），

是一项推荐的神经发育障碍患儿（包括发育迟缓、

智力残疾、ASD）的一线基因组检测方法。来自

CMA 测试的精确基因组信息可以检测儿童临床表

现的遗传因素，并有助于制定进一步的评估和有针

对性的临床管理策略［17］。

3. 2　神经影像学诊断方面　

对 ASD 家族高风险婴儿进行前瞻性脑影像学

研究结果显示，大脑体积的过度生长与 ASD 有关，

ASD 高危婴儿的大脑皮质在 6~12 个月龄时出现过

度生长。对 34 名高危儿童和 145 名普通儿童的研

究表明，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整体预测ASD的准确率

达到 81%，如果单独考查高危儿童的预测结果，准

确率则高达88%［18］。

3. 3　神经生物学诊断　

以 15名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16名青少年双

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患者和 14 名健康对照组为

研究对象，以潜伏期 90 ms、180 ms和 300 ms附近的

脑磁图的差异波幅（偏差-标准）为观察指标，结果

表明，差异波幅在各潜伏期均表现出特定的变化规

律。与健康对照组和精神分裂症相比，双相障碍伴

精神病性症状患者早期潜伏期（90 ms）的差异波幅

更低。与健康对照组和双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

患者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130~200 ms（失匹配

负波）的差异波幅更低［19］。

3. 4　眼动诊断模型　

构建ASD眼动诊断鉴别模型的研究显示，在局

限兴趣偏好范式方面，ASD患儿对头部和人物的注

视时间短于正常儿童，而对物品的观看时间长于正

常儿童。人造面孔偏好范式方面，ASD患儿在观察

人物头部的首次进入潜伏期明显延长，对卡通图片

的关注时长与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提示ASD患

儿对卡通图片更感兴趣，且观察时间越长，症状越

严重。场景复杂性范式方面，ASD患儿对人物头部

的关注少于抽动障碍患儿，而对社交意义少的身体

及重复动作部分的关注更多，当图像中有两个儿童

互动时，ASD患儿对头部的关注时间少于图像中人

数多时。社会互动范式方面，ASD患儿对身体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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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对嘴部的观察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将多种范式结合，选取了特征重要性最

高的三大主要特征：人造面孔偏好范式中进入人物

头部的潜伏期、对身体的关注时长和两个小朋友互

动时对头部的关注时长，对样本集绘制 ROC 曲线：

灵敏度为 0. 83，特异度为 0. 77，准确率为 0. 81，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 85，实验结果说明，以上三

个眼动指标能够有效区分 ASD 患儿和抽动障碍儿

童，拟作为ASD的眼动诊断标记物。

3. 5　人工智能诊断　

一项借助机器学习将眼动扫描路径用于诊断

ASD 的研究选择了 29名正常发育儿童和 30名 ASD
患儿，将眼动扫描路径图作为眼动指标。结果显

示，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优于典型的机器学习方法，

其 AUC 为 97%，灵 敏 度 为 93. 28%，特 异 度 为

91. 38%，阴性预测值为 94. 46%，阳性预测值为

90. 06%［20］。在将眼动和行为指标结合用于机器学

习对ASD进行诊断分类的研究中，选择19名ASD患

儿和 20名正常发育儿童，年龄均为 6~13岁，在结构

化访谈过程中，通过头戴式眼动仪收集被试的眼动

数据，SVM分类器通过三个特征（访谈总时长、访谈

第一节对嘴巴注视时间百分比、访谈第三节对全身

注视时间百分比）达到最佳诊断分类，准确率为

92. 31%，特异度为 100%，灵敏度为 84. 21%，AUC为

0. 92。仅用眼动指标特征达到的最大分类准确率

为 84. 62%，或仅用访谈时长特征达到的最大分类

准确率为84. 6%［21］。

4 治疗进展  
2020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首次被诊断为精

神障碍后的 3个月内接受的治疗包括单纯药物治疗

（22. 52%）、单纯心理治疗（42. 22%）以及药物联合

心理治疗（5. 86%），还存在超说明书用药的现象，涉

及苯二氮䓬类药物、三环类抗抑郁药以及根据儿童

年龄未获 FDA 批准使用的药物。2019 年日本的一

项关于超说明书用药的调查研究收集了 45 715 名

患者资料和 331 920 份处方数据，在 16 岁以下的患

者中，奥氮平和喹硫平为使用数量最多的抗精神病

药物，舍曲林和艾司西酞普兰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抗

抑郁药物。在儿童青少年患者中，有必要进行更多

的临床试验，以解决超说明书用药的问题，并在药

品说明书中获得有用和可靠的信息，以便在未来的

儿科患者中合理使用。近年来，已有关于儿童精神

障碍的指南和临床实践的文献发表：2022年欧洲关

于妥瑞症治疗的临床指南（ESSTS），该指南包括四

个部分（评估、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深部脑刺激治

疗等）；美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会（2022）发布了

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评估与治疗的临床实践指

南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治疗技术特别

是非药物治疗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4. 1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治疗　

一项纳入了 285项研究、关于VR治疗心理问题

（包括焦虑、精神分裂症、物质相关障碍和进食障

碍）的综述认为，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早期研究，但

研究的方法学质量普遍较低，在实际应用方面存在

较大差距。能够确定的是，基于 VR 的暴露疗法可

以减少焦虑障碍的症状。只有将最好的沉浸式VR
技术与有针对性的转化干预相结合，以用户体验为

设计核心，才能提高治疗的有效性［22］。新型数字治

疗技术也应用于ADHD患者，STARS-ADHD是一项

随机、双盲、平行组、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 8~12岁

的 ADHD 患儿，AKL-T01 是一种研究性数字治疗，

要求患儿每天在家进行视频游戏 25 min，每周 5天，

持续 4周，以提高注意力和认知控制为目标。结果

显示，AKL-T01可用于改善ADHD患儿的注意力不

集中，且未发生严重的不良事件或停药［23］，已被美

国FDA批准用于ADHD的临床治疗。

4. 2　氯胺酮治疗　

一项咪达唑仑对照静脉氯胺酮治疗青少年难治

性抑郁症的研究纳入17名13~17岁的重度抑郁症患

者，接受氯胺酮（0. 5 mg/kg，>40 min）或咪达唑仑

（0. 045 mg/kg，>40 min）单次静脉滴注，并在 2 周后

交替使用。所有参与者之前都至少服用过一种抗

抑郁药物，并且儿童抑郁评定量表评分>40 分。试

验严格遵循随机、双盲、单剂量交叉原则。研究结

果显示，与咪达唑仑相比，在氯胺酮输注 24小时后，

患者蒙哥马利-艾森贝格抑郁量表（Montgomery 
-A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MADRS）评分更低。

76. 0%的患者对氯胺酮有显著的临床反应（即在治

疗后的前3天内MADRS评分降低了50. 0%）；与咪达

唑仑相比，氯胺酮在14天内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24］。

4. 3　深部脑刺激治疗　

近年来，基底神经节-丘脑皮层网络深部脑刺

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已成为一种治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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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妥瑞氏综合征（Tourette symdrome，TS）伴或不

伴精神病症状的干预手段。对一些未成年患者而

言，DBS 的好处可能超过其风险。DBS 是一种侵入

性治疗，有潜在的手术并发症和许多不良反应，但

DBS可以为症状严重、存在自伤行为甚至危及生命

的难治性妥瑞氏综合征患者提供实质性的临床益

处。采用DBS治疗妥瑞氏综合征患儿时，需考虑伦

理问题［25］。一项基于 DBS 数据库的最大规模的回

顾性研究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的 13 个中心的

110 例患者，该研究评估了 DBS 对抽动障碍患者的

长期（96 个月）效果，结果显示，抽动症状和强迫症

状均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善，抽动症状改善 40. 0%的

中位时间为 13个月。然而，不同DBS靶点间的疗效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

根据欧洲妥瑞症临床指南（2022），使用 DBS时

需遵循以下建议：①必须确认符合DSM-5或 ICD-10
的抽动障碍初级诊断，不适用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引起的继发性抽动的治疗；②应排除功能性“抽动

样”运动障碍的诊断；③对于抽动障碍患者，DBS的

主要目标应该是减少抽动，而不是改善共病；④只

有当抽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明显损害，且对现

有的保守治疗策略（包括行为和药物治疗）有耐药

性时，才应考虑行 DBS；⑤在决定是否使用 DBS前，

必须同时考虑预期的治疗效果和耐受性；⑥不建议

手术的最低年龄；⑦DBS应在专门的中心进行，并由

专业的多学科团队进行；⑧如果可能，DBS应遵循特

定的方案，并在对照试验、队列研究或注册数据库的

背景下进行；⑨医生应该意识到并考虑到不良事

件，特别是更容易发生感染的情况；⑩由于目前还

不清楚哪种靶点最有效，不建议使用特定靶点［27］。

4. 4　基因检测下的治疗　

在 Vande Voort 等［28］的一项研究中，176 名 13~
18岁的中度至重度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n=176）被

随机分配到基因组（n=84）和常规治疗组（n=92）。

在治疗 8周和 6个月时，两组在症状改善、副作用和

满意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基因组相比，

常规治疗组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处方

率更高。未来的研究应该检查特定药物基因如何

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治疗的临床结果，以及如何更好

地将药物遗传学整合到临床实践中。

4. 5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TMS 可能对年轻个体和严重抑郁障碍患者更

有效，并且某些治疗参数的设置可能会提高疗效，

包括更多的TMS疗程、更长的治疗持续时间以及单

侧而非双侧刺激。一项大规模的随机试验表明，

TMS并不比假刺激更有效。未来应开展大规模、随

机和假对照试验，纳入合适的受试对象接受TMS治

疗，以期为TMS治疗参数的确定提供参考［29］。

4. 6　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动力学疗法（Internet-based 
psychodynamic therapy，IPDT）　

IPDT 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疗效不劣于基于互

联网的认知行为疗法（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
havioural therapy，ICBT）。这一发现增加了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可获得有效治疗的选择［30］。

4. 7　运动疗法　

研究显示，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的抑郁

症状，在不同抑郁类别（抑郁或抑郁症状）的亚组中，

有氧运动是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运动形式。对

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持续 6 周、30 min/次、4 次/周
的干预效果最佳。在伴抑郁症状的青少年亚组

中，有氧运动和抗阻+有氧运动的治疗效果显著，

持续 8周、75~120 min/次、3次/周的有氧运动效果最

佳。对于抑郁症和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中等强度

的体育锻炼是更好的选择［31］。

4. 8　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与成人一样，ECT在治疗青少年严重的情绪障

碍、紧张症以及程度较轻的精神分裂症最有效。除

了成人的一些适应症外，ECT还可用于治疗儿童或

青少年时期发病的其他疾病，如 ASD、Tourette 综合

征、顽固性首发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样障碍。

ECT的不良反应包括短暂性认知障碍、头痛、躁动以

及主观记忆丧失，ECT用于青少年患者时，长时间癫

痫发作和迟发性癫痫发作这两种主要并发症需要

特别注意。尽管有明确的说明，ECT在儿童和青少

年患者中仍未得到充分使用，未来正确评估ECT的

适用性应包括全面的精神病学检查并对既往治疗

方法的回顾。

5 学科发展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存在

的主要问题如下：①精神障碍发病机制仍不明确；

②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且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③对

精神障碍的认识不足且患者及家属普遍存在病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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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④精神障碍诊疗客观指标缺乏，治疗欠精准；

⑤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效率低下；

⑥专业人才不足，缺乏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认证体

系；⑦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病床床位不足。调查显

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2 936 家精神卫生机

构，其中 175家未开设儿童精神科病房［32］，儿童精神

科医生数量不足 500 人［33］，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水平。

在当前及未来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的过程中，应采用多学科综合干预，注重医

院、学校和家庭的三方协作，医生、护士、特教、社会

工作者集体合作，综合儿保、妇幼、神经、精神、康复

等学科的知识与技术；加强研究，注重遗传影像学

研究，如基因修饰与非药物治疗，新药物靶点研究

与药物开发，包括数字药物智慧医疗的研究与服务

以及认知脑、疾病脑、类脑等脑科学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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